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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PSR 模型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评估体系，采用指标聚合、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 2010—

2018 年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及其响应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

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压力指数下降速度最慢，响应指数下降速度最快，2014—2018 年下降幅度大于 2010—2014

年；(2)脆弱性高值区集中分布在大湘西和洞庭湖流域，脆弱性低值区集中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周围，总体上呈现

“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特征；(3)脆弱性响应指数影响因子的作用强度在空间上具有差异性，自然因素是影响乡

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的主导因素，经济因素起到关键作用，人口、环境以及区位因素在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

响应机制中起到重要作用。不同区域应根据脆弱性根源的差异，科学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断完善脆弱性响应

机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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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居环境是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空间的载体，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

务[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关系出现显著变化，尤其是城乡地域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

和社会结构都经历了一个快速演化的过程[2]，但是长期的城市偏向、市民偏向和重工业偏向使得我国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取得

巨大成就的同时，乡村出现衰退问题[3]，乡村劳动力流失、外部繁荣而内部凋敝以及乡村产业和人口空心化等“乡村病”成为阻

碍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4,5]。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工作。2018 年“中央一号”

文件明确要求，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整合各种资源，强化

各种举措，稳步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治理，努力补齐影响农民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农村环境整治这个事，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要搞，标准

可以有高有低，但最起码要给农民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2021 年，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目标任务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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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启动实施，持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助力乡村振兴。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是科学发展观

的重要体现，事关广大农民的根本福祉。破解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两大难题、加强乡村人居环境研究，这是当前解决人居环

境建设短板、建设美丽宜居宜业乡村的重要立足点。 

人居环境科学始于 1950 年代道萨迪亚斯的“人类聚居学”理论。1993 年，吴良镛院士在中国首次提出建立人居环境科学
[6,7]。乡村人居环境是乡村区域内农户生产生活所需物质和非物质的有机结合体[8]。国外对于乡村人居环境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乡

村聚落[9]、乡村人居环境演变[10]以及乡村转型发展[11]等方面。国内的乡村人居环境研究虽起步较晚，但是相关学者从规划学[12]、

生态学[13]、社会学[8,14]以及地理学[15]等多个角度对乡村人居环境进行了探究。就地理学视角来说，已有的研究成果偏向乡村人居

环境系统理论[16]、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与时空格局分析[17]、乡村聚落模式与重构[18,19]、农村生态环境整治措施[12]等方面。近年

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传统村落、旅游区、社区和生态功能区
[20,21,22,23]

的乡村人居环境状况，力图从微观尺度探寻典型人地系统

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有效途径，为乡村人居环境研究开创了新的领域，但是研究视角多着眼于宏观区域或微观居民点，以县域为

研究单元的中小尺度研究较少。 

脆弱性的概念最早源于自然灾害研究[24]，指暴露于风险扰动或压力之下的系统可能遭受的损害程度[25]，随着应用领域的拓

展和理论方法的完善，脆弱性的内涵不断丰富，现已成为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
[26,27]

。乡村人居环境系统作为人地系统

的重要方面，具有脆弱性这一属性。乡村人居环境作为承受风险的主体，在遭受自然与人为等多重扰动后呈现新的状态，并自组

织调节功能结构以恢复原有状态。国外的人地系统脆弱性研究由自然科学领域逐渐拓展至人文社科领域，有关学者基于风险—

灾害（RH）模型[28]、压力—释放（PAR）模型[29]、VSD(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模型[30]、SERV(spatially explicit 

resilience-vulnerability）模型[31]等分析框架对人地系统脆弱性进行实证研究。国内的人地系统脆弱性研究多沿用国外的理论

模型基础，结合社会经济前沿和热点领域以及案例区的人地关系现状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方法主要有情景分析法[32]、集对

分析法
[33]
、模糊层次分析法

[34]
等，研究方法多样，定性与定量研究并重。但是总的来说，国内的人地系统脆弱性研究尚处于起步

阶段，对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的系统研究不足，研究视角多是对于特定时间截面下的乡村人居环境评估和因地制宜的优化策略

探讨，缺少对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根源和影响因素的剖析。 

“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关注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是环境质量评价学科中的重要模型
[35]，将 PSR 模型引入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评估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研究区的人地关系、量化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程度。湖南省

是我国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和南岭山脉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三面环山，呈现朝北开口的马蹄

形地貌，地形类型复杂多样，乡村类型丰富典型。基于此，本研究以湖南省各县（市、区）为研究单元，基于人地系统脆弱性视

角，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测度模型，探究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时空格局特征，解析响应机制的关键致脆因子及其作用的空间

分异，以期为湖南省以及其他类似区域的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湖南省（108°47′E～114°15′E、24°39′N～30°08′N）地处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南，位于我国东南腹地，是我国重要

的农业大省，著名的“鱼米之乡”。2018 年末，湖南省土地面积 21.18 万 km2，其中耕地面积 415.5 万 hm2，辖 13个市，1个自

治州，122个县（市、区）（以下简称为“县域”），总人口 7326.6 万人，其中乡村人口 4806.86 万人，占总人口的 65.61%,GDP

为 36425.78 亿元，人均 GDP 为 52949 元，三次产业结构为 8.5∶39.7∶51.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698 元，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14093 元，城乡发展存在较大差距。湖南省地貌类型多样，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仅占全省总面积的 13.1%，区

域内自然状况的复杂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导致人居环境状况的多样性，各地区的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存在明显的地域分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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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来源 

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测度以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考虑到 2010 年《全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指南（试行）》、2014年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首个国家级文件《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以及 2018 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三大重要

相关文件的出台年份，选取 2010、2014 以及 2018 年作为本研究的截面时间。研究所需的行政边界等地理空间属性数据主要来

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http://ngcc.sbsm.gov.cn);DEM 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社会经

济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湖南统计年鉴》《湖南农村统计年鉴》以及《湖南调查年鉴》，并以《湖南年鉴》、

政府工作报告和各县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作为补充；个别缺失数据通过插值法计算得到。 

1.3 研究方法 

1.3.1 基于 PSR 模型的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 

结合湖南省的实际，根据已有研究成果[25,36,37]，考虑数据可得性，遵循指标选取的系统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可量可比性的

原则，基于 PSR 模型的 3 个分指数构建了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将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指数分成脆弱性综合指数

以及压力指数、状态指数、响应指数，分别反映乡村人居环境的脆弱性和压力、敏感性、应对能力。 

为了全面反映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且具有可比性，本文尽量选择评价指标的平均值或比率。在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

测度框架中（图 1），压力 P 理解为人居环境系统需要遭受的自然、人为等因素的扰动，由此引发人居环境系统发生一系列的改

变，选取农业面源污染指数、就业人口负担系数、复种指数、城乡收入比、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等 6个具体指

标；状态 S即为系统由于其脆弱性在遭受扰动以后的具体表现，是压力因素的结果反馈，选取粮食生产率、农业机械化水平、农

村人均用电量、公路网密度、人均住房面积、恩格尔系数 6个指标；响应 R反映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在遭受内外扰动后自组织调整

以恢复自身功能的能力，包括经济基础、政府调控、社会保障、环境治理等方面，选取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人均财政支出、

千人专任教师、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造林面积、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以及二三产业产值比重 7个具体指标。 

 

图 1基于 PSR模型的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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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指标的标准化与聚合 

为了消除不同量纲的评价指标对脆弱性结果的影响，对原始数据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处理。 

脆弱性复合指数的方法通常是加权或无权重数学运算两种途径，二者相比，无加权变量不会改变复合指数传达的信息，因此

广泛应用于脆弱性评估领域[17,38]。本研究对评估模型中综合指数和各分项指数均采用无加权求和法进行指标聚合，公式如下： 

 

式中：VPSR为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指数，包括综合指数 V、压力指数 VP、状态指数 VS、响应指数 VR;Zij为标准化数值。 

1.3.3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描述研究对象属性值在整个区域的空间特征，用来衡量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相似地区的集聚程度，空间存

在集聚特征是进行地理加权回归建模的必要前提条件[39]。全局莫兰指数是衡量全局空间自相关的主要方法之一[40]。 

1.3.4 地地理理加加权权回回归归模模型型（GWR) 

本研究基于对乡村人居环境复杂系统的剖析以及 PSR 分析框架的考量，深入解析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的时空趋势，湖南省

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显著下降主要得益于近年来精准扶贫战略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措施的实施，使得乡村人居环境响应脆弱性

得到缓解、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应对能力明显提升。基于此，本研究将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作为因变量，意在探

究自然、经济、区位、环境、人口等因素对其影响的空间分异。选取 2018年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响应指数作为因变量，以平均

海拔、地形起伏度、人口密度、入河污水排放量、距省会城市距离、农业劳动生产率、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农村人均教育

文化娱乐支出比重、人均财政支出以及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等 10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构建模型。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常运用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即最小二乘法（OLS）测度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公式为[41]: 

 

式中：yi为研究区域 i的观测值；xij为第 i区域中第 j个变量值；εi为独立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但是 OLS模型只能对参数进行“平均”或“全局”意义上的估计，需要使用地理加权回归（GWR）反映参数在空间上的非平

稳性。GWR 模型是对传统线性回归模型的改进，其主要优势是使得变量间的关系能够随着空间位置的变化而变化，反映参数的空

间异质性，公式为： 

 

式中：yi 为采样点的因变量值；β0 为截距；(uivi)为采样点的坐标；β0(ui,vi)为采样点的常数项；βk(ui,vi)为采样点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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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个自变量的系数；xik为采样点的第 i个自变量；εi为随机误差项。 

2 湖南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时空格局 

运用极差标准化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参考公式（1）计算得到各年份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综合指数以及各分指数，进

而利用 ArcGIS10.2将测算结果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采用平均值分区法[42]将脆弱性指数划分为“低—较低—较高—高”四个等

级（图 2～图 5）。 

2.1 压力指数 

从时间上看，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压力指数（图2）总体呈下降趋势，指数平均值从 0.3090下降到0.2564，乡村人居

环境系统遭受的扰动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压力指数下降的幅度偏缓，乡村人居环境系统仍然面对复杂的内

外部扰动。2010年，66.34%县域的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压力指数处于高等级或较高等级，其中高等级的县域有 28个，呈带状分布

在湘西自治州西部、雪峰山以及南岭等周边县域；压力指数处于低等级的县域有 6个，零星分布在张家界、怀化、永州、郴州等

中心城区的周边县域。2014 年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压力指数较 2010年有所缓解，高等级的县域减少至 9个，但是乡村人居

环境系统压力指数处于较高等级的县域小幅增加，占研究区的 42.57%，成片状集中分布在湖南省的中部、洞庭湖流域以及湘南

地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压力指数低值区有 9个县域，主要出现在张家界市、湘西自治州的北部、怀化市南部以及湖南省东部几

个县域。2018 年，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压力指数进一步下降，高等级的县域消失，低等级和较低等级的县域大幅增加，占

研究区的 77.22%，广泛分布在湖南省北部、南部地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压力指数处于较高等级的县域有 23个，零星分布在邵

阳、娄底和岳阳等地的县域。 

从空间上来看，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压力指数总体上呈现“中部高，西北—东南低”的“马蹄形”空间格局特征，等级

分布较为分散，2010—2014 年空间差异变化不大，2014—2018 年变异系数由 0.1886 降至 0.1380，空间差异明显缩小。压力指

数偏高的县域主要分布在湖南省中部以及洞庭湖流域，研究期内，雪峰山山脉和洞庭湖地区的东北部一直是湖南省乡村人居环

境系统压力指数偏高值的分布区，未得到明显缓解，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该地区自然环境基础较为脆弱，耕地面积紧张，复种

指数高，农业种植需要施用大量的化肥和农药，造成较为严重的面源污染；压力指数偏低的县域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北部、西南

部以及东南部，这些县域大都分布在农业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面对较小的人口压力，人均水资源较为丰富。 

2.2 状态指数 

从时间上看，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状态指数（图 3）总体呈下降趋势，平均值由 0.7175 降至 0.5840，且 2014—2018

年下降幅度有所上升。2010 年，86.14%县域的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状态指数处于高脆弱性或较高脆弱性，整体脆弱性风险偏高，

其中高脆弱性等级的县域有 33个，成片状集中分布在大湘西和湘南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状态指数处于低脆弱性等级的县

市有 8个，集中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周边。2014年，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状态指数较 2010 年有所缓解，高脆弱性的县域

大幅减少，低脆弱性和较低脆弱性等级的县域显著增加，已占据研究区的 47.52%，广泛分布在湖南省东部地区；高等级或较高

等级脆弱性的县域有 53 个，呈“C”型包围在环长株潭城市群周边，其中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状态指数处于高值区有 6 个县，

主要出现在桑植、龙山、古丈以及双牌等县域。2018 年，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状态指数显著下降，高脆弱性等级县域消

失，低脆弱性等级县域占研究区的 57.43%，乡村人居环境状态向着优良的态势发展，处于较高等级的（市、区）有 18个，主要

分布在大湘西和湘南几个县域。 

从空间上看，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状态指数总体上呈现“西高东低，高值 C型包围低值”的空间分布特征。状态指数

偏高的县域主要分布在大湘西和湘南地区，其中湘西分布较为集中，湘南分布较为分散，这些区域的地势都不甚平坦，自然基底

较差，山区水电路的修缮难度较大，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加上山脉的阻挡，与外界的社会经济联系受阻，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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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风险偏高；状态指数偏低的县域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中心，圈层式向中西部扩展，增长极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对乡村人居环境

建设可能至关重要。 

 

图 2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压力指数的时空格局 

2.3 响应指数 

从时间上看，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图 4）总体呈显著下降趋势，平均值由 0.8017 降至 0.6386，与压力指

数和状态指数相比，响应指数下降幅度最大，乡村人居环境响应机制逐渐完善，应对能力显著提升。2010 年，湖南省乡村人居

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整体较高，只有 5个市或区处于较低脆弱性等级，其余县域均处于高脆弱性或较高脆弱性，乡村人居环境系

统的应对机制很不完善。2014 年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有所下降，高脆弱性等级的县域骤降至 7 个，较高脆弱性

的县域有 57个，呈带状分布在大湘西地区和洞庭湖流域；低脆弱性和较低脆弱性等级的县域有所增加，总计占研究区的 36.63%。

2018 年，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响应脆弱性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高脆弱性和较高脆弱性等级的县域几乎消失，低脆弱性和较低

脆弱性等级的县域占据研究区的 99%，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应对能力提升明显，这也是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脆弱性得到缓解

的关键原因。处于较低脆弱性等级的县域主要分布在大湘西的雪峰山山脉一带以及洞庭湖流域。 

从空间上看，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总体上呈现“西高东低，带状分布”的空间格局特征。指数偏高的区域主

要分布在大湘西的西部、雪峰山山脉以及洞庭湖流域，究其原因，这些地区的区位条件较差，教育和医疗卫生条件落后，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困难等多重原因导致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机制滞缓。指数偏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湖南省的东部以及怀化北部、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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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常德以及湘南地区。 

 

图 3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状态指数的时空格局 

2.4 脆弱性综合指数 

从时间上看，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综合指数（图 5）总体呈明显下降趋势，平均值由 0.6094 降至 0.4930。2010 年，

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整体较高，92.08%的县域处于高脆弱性或较高脆弱性，其中乡村人居环境高脆弱性的有 53个，成片

集中分布在湘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零星分布在湘南地区；乡村人居环境低脆弱性或较低脆弱性的县域只有 8 个，集中分布在环

长株潭城市群地区。2014年，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较2010 年有所下降，高脆弱性的县域大幅减少，仅有 6个县域处于高

脆弱性等级，分布比较分散，主要出现在麻阳县、新宁县、邵阳县等地；低脆弱性和较低脆弱性的县域占研究区的 49.5%，成片

分布在长株潭、张家界、常德以及零星分布于湘南部分县域。2018 年，在精准扶贫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政策实施背景下，湖

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较 2010年显著下降，全部县域处于低脆弱性或较低脆弱性，乡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除湘西的大

部分地区和洞庭湖地区北部以及湘南的几个县域外，61.39%县域的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都处于低等级，脆弱性风险大幅降低。 

从空间上看，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呈“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变异系数由 2010 年的 0.0694 降至 2018 年的

0.0574，总体空间差异逐渐缩小，等级分布呈现明显的俱乐部趋同。脆弱性偏高的县域主要是大湘西地区以及洞庭湖流域和湘南

的部分县域，尤其是大湘西地区的乡村人居环境呈现连片的偏高分布，该区域位于武陵山和雪峰山山脉一带，自然环境脆弱、经

济发展水平薄弱，受地形、资源、区位和社会经济的多重制约，脆弱性响应机制滞后，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风险高。脆弱性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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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县域主要分布在环长株潭城市群以及各市州中心城市周边，综合发展水平较高，易受到增长极地区“溢出效应”的影响，乡村

人居环境系统遭受的扰动较小，应对能力较好，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较低。 

 

图 4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的时空格局 

3 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的影响因素 

3.1 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 

在进行 GWR 建模分析影响因素之前，利用 GeoDa 软件对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判断是

否具有空间集聚性。检验得到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的 Moran′sI 及其显著性，结果显示 Moran′sI 为 0.2226，

显著为正，检验结果显著，表明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在县域空间尺度上存在明显的集聚特征。 

3.2 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分析 

通过 OLS模型将上述 10个影响因素进行组合检验，方差膨胀因子（VIF）常被用于评估局部多重共线性，VIF>7.5表示解释

变量存在冗余。在此检验结果中，各解释变量的 VIF 均小于 7.5，表明方程变量设置合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村人均教育文化

娱乐支出比重等 2个因子在统计学上不具有显著性，予以剔除。最终采用平均海拔、地形起伏度、人口密度、入河污水排放量、

距省会城市距离、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财政支出以及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等 8 个因子作为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

响应指数的影响因素，进一步通过 GWR 模型分析各因子的空间作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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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分析，GWR 模型 R2值为 0.7113，优于 OLS 模型（0.5977），标准化残差值在[-4.29,2.25]之间，其中 98%的值在[-

2.5,2.5]之间，条件数为 18.6564～29.9941，模型通过多重共线性诊断。除此之外，GWR 模型的赤池信息准则（AICc）与 OLS 相

比也有所下降，Fotheringham 等学者认为，GWR 与 OLS 相比，AICc 下降 3以上则表明 GWR 模型的效果较好
[43]

，且 GWR 模型显示

了每一个空间单元的回归系数，表明影响因素作用的强度存在空间异质性，进一步反映 GWR 模型的合理性。运用ArcGIS10.2 软

件对各影响因子的回归系数进行空间表达，并利用自然间断点法对其进行分级，明确地表示出各因子在局部地理空间上的作用

分异。 

结果表明，各因子的影响性质和强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首先从回归系数绝对值的平均值大小来看，对乡村人居环境脆弱

性响应指数影响强度的排名从高到低依次是自然因素、经济因素、人口因素、环境因素以及区位因素。其次，从各因子回归系数

的正负来看，平均海拔和人口密度与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呈现正相关关系，其余各指标均呈现负相关关系（图略）。 

自然因素对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的应对能力起到主导作用。平均海拔与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呈正相关关系，作用

系数在空间上呈“由西南向周围递减”的空间分异规律，在雪峰山山脉周围该因子的作用系数最大，该地区平均海拔高，基础设

施建设难度大，平均海拔较大程度上阻碍了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机制的完善。地形起伏度的回归系数呈现“由东南向西北

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湖南省山地丘陵广布，地形起伏度较大的地区其乡村人居环境的响应机制并不一定落后，表明该区域存

在相对平坦的地势，适宜人居。人均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在空间上呈现“东北高、西南和东南低”的分布特征。 

 

图 5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综合指数的时空格局 

经济因素是影响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的关键因素。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第二大作用因子，回归系数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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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乡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对于促进乡村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完善乡村市场流通网络以及淘宝

村等数字乡村的建设都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应对能力的提升过程中，政府调控至关重要，从政策的制定到

整治措施的落实，在不断投入资金的同时还要层层把关，确保质量，同时积极调动农户参与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主体意识和内生

动力，让村民亲身感受村庄整治的变化和幸福。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对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的下降具有促进作用，

作用系数“由西北、东南向中部递减”，投资建设在为乡村居民带来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的同时，对于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引进

先进技术和文化交流也具有重要作用。 

人口、环境和区位因素在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机制中起到重要作用。人口密度的回归系数在空间上呈现“西南高、东北

低”的空间特征，人口越集中，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越高，乡村人口集聚会给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带来负担，促进城乡人

口流动，实现城乡人口融合是实现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可行路径。入河污水排放量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空间上呈现

“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异规律。污水排放与当地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活动频繁易导致污水排放量增加，一视同仁地追求低污水

排放可能会限制生产生活活动，反而不利于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应对能力的提升。距省会城市距离对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

指数的作用程度最小，回归系数在空间上呈现“由东北、西南向中部递减”的分布特征，注重区域极点中心的发展、培育特色小

镇、着力改善县域中心地区的人居环境是降低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该因子与乡村人居环境脆弱

性响应指数呈现负相关关系，尤其是在距省会城市较近的株洲、郴州和衡阳的部分县域，作用系数的绝对值较大，表明在区域在

受到省会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同时，可能受到“虹吸效应”的影响，加速要素资源外流，不利于自身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应对机

制的完善。 

4 结论与讨论 

以湖南省 101 个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指标聚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以及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了湖南省乡村人居环

境脆弱性及响应指数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①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存在时空差异性。时间序列上，2010—2018 年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压力—状态—响应

指数以及综合指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乡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其中压力指数下降趋势最小，响应指数的下降趋势

最大，是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综合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空间分布上，脆弱性较高的县域主要分布在大湘西地区、洞庭湖

流域以及湘南的部分县域，其中压力指数的空间分布较为分散，雪峰山山脉一带和洞庭湖流域一直面临着较大压力；脆弱性低值

区主要出现在湖南省东部尤其是环长株潭城市群周边县域，其中压力指数在湖南省西北出现低值区。 

 

图 6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影响机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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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机制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各因子的作用程度存在空间分异。自然因素是乡村人居

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的主导因素，主要体现在平均海拔、地形起伏度等方面；经济因素是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的关键因

素，包括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人口、环境和区位因素也起到重要作用。平均海

拔和人口密度与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形起伏度、人均财政支出、人均固

定资产投资、入河污水排放量和距离省会城市距离等因子呈现负相关关系。 

③城市繁荣和乡村振兴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共同目标，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振兴乡村，要把乡村人居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放在突出位置，重视自然条件对人居环境的限制作用，科学推进易地搬迁；用乡村产业振兴带动经济振兴，挖掘

本土特色资源加以利用，吸引人才返乡创业，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夯实物质基础；充分利用政府宏观调控作用，优化资

金结构，确保人居环境整治措施落实落地；全面调动村民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形成人居环境整治、巩固并重

的长效管理机制。 

④本文初步揭示了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时空格局特征、探寻脆弱性响应指数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作用差异格局，对

认识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的空间分布和变化、促进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应对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作用，未来，

需进一步深化长时序空间格局演化及形成机理研究。但是由于县域尺度数据获取的局限性，自然灾害、厕所革命、农村生活垃圾

和污水处理以及政策因素等暂未纳入指标体系。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的背景下，建议将相关

指标列入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为完善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评估、加强乡村振兴状态监测等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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